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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情感氛圍的前因、動態改變及團隊績效關係之探討 

為了彌補團隊情感氛圍的文獻缺口、釐清其概念內涵，本研究同時納入正、

負向團隊情感氛圍於模式中，並分別以三個研究來檢視團隊情感氛圍的前因 (研

究一)、動態改變 (研究二)、以及後果變數 (研究三)，以期對團隊情感氛圍的理

論發展做出貢獻。研究一的結果發現，年齡多元化與教育背景多元化會透過負向

影響群體認同，進而強化負向團隊情感氛圍。此外，研究一亦發現，當團隊成員

共同地感受到來自其他團隊的競爭時，會透過提升群體認同、進而強化正向團隊

情感氛圍。最後，當團隊成員均從事「迎合」與「自我表現」兩種印象管理策略

時，能藉由提升群體認同，進而強化正向團隊情感氛圍；另外，團隊成員從事「威

嚇」此一印象管理策略的程度雖然較低，但亦能顯著提升團隊內的負向情感氛圍。 

成員的心情狀態會隨著團隊的持續運作而互相感染、變動，團隊情感氛圍也

不會是穩定不變的概念 (Ilies, Wagner, & Morgeson, 2007; Spoor & Kelly, 2004; 

Walter & Bruch, 2008)，然而，過去研究多在單一時間點衡量團隊情感氛圍 (如：

George, 1990, 1995; Grawitch, Mune, & Kramer, 2003)，並無法探討團隊內 

(within-team)的情感氛圍是否也隨著時間經過而產生動態的改變。此外，在團隊

中發生的情感事件是否調節情感氛圍的動態改變，亦是過去文獻未回答的問題 

(Ashkanasy, 2003; Kelly & Spoor, 2006)。因此，本研究第二階段的研究試著在多

個時間點重覆量測正/負向團隊情感氛圍與團隊的情感事件，以探討團隊情感氛

圍在不同時間點動態的改變，及情感事件的調節效果。 

概念上，團隊情感氛圍應是隨著時間經過與成員們互動經驗的累積，而隨之

改變的 (Kelly & Barsade, 2001; Walter & Bruch, 2008)。社會認同理論的觀點指

出，人際間的正向情感對於個人對群體的認同及隸屬需求的滿足，是相當重要的

成份 (Reicher, 1982)：當個人成功的隸屬於某個群體中，並與成員建立起社會連

帶時 (social bonds)，個人便會經歷到正向的情感狀態，同時提升個人對此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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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而成員間的正向情感經驗會增加此一群體對於成員的吸引力、成員會因

此投入更多心力在人際關係的維持與經營，更能提升成員對群體的認同、進而在

互動過程產生更高程度的正向情感經驗，形成正向的循環 (Garcia-Prieto, Mackie, 

Tran, & Smith, 2007; Kessler & Hollbach, 2005)。因此，在多個時間點間的正向團

隊情感氛圍應會產生動態改變且前期的正向團隊情感氛圍與後期的正向團隊情

感氛圍間應呈正相關。然而，在群體中感受到的負向情感狀態，可能使成員們對

群體感到不滿、並進而降低對群體的認同 (Garcia-Prieto et al., 2007)；當團隊成

員對於群體的認同降低後，此群體對於成員而言的重要性與吸引力可能隨之降

低，使得團隊成員更不願投入時間心力在人際關係的互動與維持  (Lawler, 

2007)，更容易在團隊互動的過程中感受到負向的情感狀態，進而加強了負向的

團隊情感氛圍 (Philips & Lount, 2007)。Hareli 與 Rafaeli (2008)提出的情感循環模

式則認為，當團隊內具有負向情感氛圍時，會使團隊成員將既有社會的情境解讀

為負面的、危險的或令人害怕的，而讓團隊成員採取必要的防衛的行為 (如：趨

避、抗拒、甚至產生衝突)以因應此一社會情境 (Felps, Mitchell, & Byington, 

2006)；而當某些成員採取了防衛性的行為時，則會使得其他成員更感覺到既有

的情境是負面的，進而更提升其在團隊中感受到的負面情感狀態，最終，形成負

向團隊情感氛圍的循環。因此，在多個時間點間的負向團隊情感氛圍應會產生動

態改變且前期的負向團隊情感氛圍與後期的負向團隊情感氛圍間應會呈正相關。 

此外，將情感事件理論的觀點 (Weiss & Cropanzano, 1996) 運用於團隊中，

團隊成員所共同經歷的事件，也可能影響成員所感受到的情感狀態或認同感 

(Ashkanasy, 2003)，進而影響團隊成員後續的互動等。情感事件一般可分為正向

與負向事件兩類，正向事件包括了對個人有利、或是個人渴望的事件，有助於激

發個人的正向情感，反之，負向事件則包括了產生危機感與威脅感，對個人產生

壓力的事件，故會激發個人的負向情感 (Fisher, 2000)。過去研究多認為，正/負

向情感事件對於人們情感反應造成的影響是不對稱的 (Mignonac & Herr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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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Miner, Glomb, & Hulin, 2005)，即過去研究多認為負向情感事件相較於正向

情感事件，對於團隊成員的情感狀態影響較大 (Felps et al., 2006; Pirola-Merlo, 

Hartel, Mann, & Hirst, 2002)。因此，本研究預期在團隊運作的過程中，負向情感

事件的發生 (如：團隊成員遲到、意見不合、爭執或衝突、工作進度落後、進展

不順、成員並未達成交付進度、故意缺席等)除了直接影響負向團隊情感氛圍外，

更可能調節團隊情感氛圍的動態改變。 

進度摘要 

研究二主要欲探討團隊情感氛圍在不同時間點的動態改變、以及情感事件的

調節效果，因此本研究選擇以經驗抽樣法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Hektner, 

Schmidt, & Csikszentmihalyi, 2007)的研究設計，在六個時間點重覆量測正/負向團

隊情感氛圍，以回答研究問題。由於大學部、MBA 學生為完成團隊任務，會有

較長期且密切的互動、討論，且必須自行指派個別成員的工作、並維持團隊內的

人際關係或衝突 (Sy, Cote, & Saavedra, 2005)，有助於我們探討團隊情感氛圍的

動態改變與情感事件的調節效果。因此，以大學部/MBA 學生組成之自我管理團

隊做為研究樣本 (為另一組獨立樣本，與研究一不同)，採用經驗抽樣法中的「時

間間隔為主」抽樣法 (interval-contingent sampling; Hektner et al., 2007) 以收集資

料，亦即，請團隊成員在固定的時間間隔後，針對固定時間間隔內，團隊成員所

感受到的情感狀態與所發生的事件加以收集。在分析上，本研究首先參考 Judge、

Scott 與 Ilies (2006)的方式，以階層線性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計算

正/負向團隊情感氛圍被組內 (within-team)變異解釋的程度，若此變異達統計顯

著，則代表團隊情感氛圍在不同時間點時，確實是會產生動態改變的。此外，本

研究選擇以階層線性模式進行假設的驗證。目前本研究擬照原訂計畫的時程，開

始進行研究三的樣本資料收集，預計選擇高科技產業之研發團隊做為研究樣本，

在兩個時間點重覆量測正、負向團隊情感氛圍與團隊績效的資料，並採用交叉延

遲貫時性分析 (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 CLPA)的設計加以檢視。成果發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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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預計待三年期計畫均完成後，再來思考究竟要寫成一篇或兩篇文章投稿。 

研究二初步結論 

在研究二中，本研究主要想探討在不同時間點間，團隊情感氛圍是否會產

生動態改變、以及團隊內發生的情感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如同本研究之預期，團

隊的正、負向情感氛圍確實會隨著時間點的不同，而產生動態的改變；此外，前

期的正/負向團隊情感氛圍亦會對後期的正/負向團隊情感氛圍有正向影響。 

    在情感事件的效果方面，本研究發現團隊內的負向情感事件確實會正面影響

後期的負向情感氛圍，此外，當團隊內發生負向情感事件時，亦會減緩前、後期

正向團隊情感氛圍間的正向關係；然而，團隊內的負向情感事件卻不會調節前、

後期負向情感氛圍間的關係，但本研究卻意外發現團隊規模較大時，前、後期負

向情感氛圍間的正向關係會被減弱，推測應是負向情感循環的機制受到較多的團

隊人數稀釋所致。整體而言，研究二的假設大多符合預期，同時也進一步指出了

團隊情感氛圍的動態本質、以及團隊內情感事件扮演的重要角色。 

研究二的結果發現，在不同的時間點，團隊正、負向情感氛圍的程度的確會

產生明顯的動態改變研究二中卻發現團隊內的負向情感事件會調節前、後期正向

情感氛圍之間的正向關係，換言之，團隊不會始終處於高度正向情感氛圍的狀

態：當團隊成員在互動的過程中發生了成員爭執、意見不合、遲到、缺席等負向

事件時，將會使得團隊先前的正向情感氛圍較不易持續到隨後的運作之中。而正

向情感的螺旋，也將被負向情感事件所阻礙。 

另外，Hareli 與 Rafaeli (2008)的情感循環模式指出，團隊成員的負向心情會

透過互動的過程互相影響、擴散，進而造成團隊內更高程度的負向情感狀態。研

究二的結果支持此一說法，發現前期的負向情感氛圍確實會正向影響後期的負向

情感氛圍。再者，研究二也發現團隊的規模大小會調節負向團隊情感氛圍的動態

改變：在團隊規模較小的團隊中，若團隊先前即處於負向氛圍的狀態時，在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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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時也容易持續這樣的負向情感氛圍；反之，若團隊規模較大時，即使先前

的團隊運作是處於負向情感氛圍之中，此一負面的狀態可能因人數較多之故而不

易擴散、循環，而使得團隊成員在往後的運作過程中不致於持續高度的負向情感

狀態。綜合前述的發現，團隊情感氛圍並非穩定不變的概念，而會在團隊不斷運

作的過程中，受到相關資訊 (如：團隊成員的互動狀況)的影響而產生改變的。 

研究二發現，團隊情感氛圍確實會隨著團隊每週的互動，產生顯著的動態改

變、而非穩定不變的特質情感，而此一發現，也呼應了 George(1990, 1995)對團

隊情感氛圍的定義。至於在情感事件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發現負向情感事件除了

會調節正向團隊情感氛圍的動態改變外，尚會對後期的負向團隊情感氛圍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正向情感事件並不會調節正、負向團隊情感氛圍的動態改變，但正

向情感事件在本研究中，亦扮演了直接影響後期正、負向情感氛圍的角色。不管

團隊先前的正、負向情感狀態為何，當正向情感事件於團隊中發生時 (如：共同

解決了問題、被老師稱讚、在課堂上有好表現)，就會直接提升團隊成員間的共

享正向情感狀態、並降低成員之間的負向情感狀態。 

綜上所述，研究二對於團隊情感氛圍理論的延伸之處，在於明確地指出了

正、負向團隊情感氛圍的動態本質，代表現在處於正、負向情感氛圍的團隊，在

下一個時間點不見得會維持同樣的情感狀態；再者，負向團隊情感事件與團隊規

模的調節效果，則回答了何時 (When)正、負向團隊情感氛圍會產生動態改變，

未來的研究應持續採取團隊內 (within-group)的研究設計，以清楚探索、並描繪

出團隊情感氛圍的動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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